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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技军民融合是军地双方多领域合作的复杂性系统工程，以《“十三五”科技军民融合发展专项规划》文件作为分析对象，通过收集相关文献和政策文件，运用文本分析方法和社会网络法来刻画出我国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网络结构，并运用可视化和定量的方法来从行为主体和重点任务两个方面分析其发展的基本路径，即以“政府、军方为核心，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为主体，中介组织为桥梁”的多元主体共治发展模式，以及“统筹建设，系统推进，重点实施”的重点任务建设路径，从而为持续深化我国科技军民融合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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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chnological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is a complex system engineering for military and civilian to cooperate in many fields. Taking the document "The special plan of Thirteenth Five-year Plan period for technological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s the analysis object, by collecting relevant documents and policy documents, and applying text analysis method and social network method to describe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China's technological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science, and using visual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to analyze the basic path of its development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behavioral subjects and key tasks, namel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ilitary are the core,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the main body, the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 as the bridge, the multi-community development model, and the key task construction path of “coordinating construction, system promotion, and key implementation”, thus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technological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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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与经济社会的同步发展，实现经济、科技、教育和人才等领域在更深、更广、更高层次融合，为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供丰厚的资源和可持续发展的后劲，是当前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深度发展的重要内容 [1] [2]。科技领域军民融合是国家军民融合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基础工程、关键环节和先导领域[3]，也是加强军民协同科技创新，提升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加大先进科技成果转化运用力度的必然选择 [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领域军民融合的发展先后经历了“军转民时期”、“市场经济转型期”、“积极推进寓军于民时期”和“走向军民融合时期”四个阶段[5]，对推进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提升军工创新能力以及优化军民科研生产结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科技军民融合涉及行为主体众多，加上各行为主体目标需求不同等诸多因素，我国科技军民融合依旧存在军民协同创新体系建设不完善、资源共享率偏低、军民科技协同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以及整体效益不高[5] [6]等问题。
[bookmark: _Toc517358159]针对目前科技军民融合发展所面临的挑战，结合军民融合迈向深度发展的机遇，军地科技主管部门从顶层进行设计和战略布局，共同编制、发布了《“十三五”科技军民融合发展专项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明确提出了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目标和重点任务[4]，将为建立完善的军民科技协同创新体系，提高国防和军队科技建设水平以及推动国防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等起到引领支撑作用。整体来看，《规划》虽然明确了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目标，也给出了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任务，构成了完整的“目标—手段链”关系，但作为科技军民融合的参与行为主体与目标、重点任务之间的关系还缺乏系统分析，难以为各行为主体开展科技军民融合提供清晰的路径选择。为此，本文将以《规划》为分析样本，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文本分析等方法对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网络结构中的行为主体相互关系，以及与重点任务对应关系进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明确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网络结构及实施途径，以期能够为推进科技军民融合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1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军民融合正处于深度发展阶段，无论是在发展的要素资源还是发展参与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等方面相较于以往得到了较大改善，为科技军民融合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科技领域的军民融合与以往的军民产品或技术的融合有一定的区别，科技军民融合注重政府指导和市场调节机制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6]。总体上看，以往研究通常关注的都是整体意义上的军民融合或军民融合的政策及其阶段性特征，对科技军民融合的关注较少[7]。且目前学术界关于科技领域的军民融合表述仍然不一致，如“军民科技融合”、“军民科技资源融合”、“科技军民融合”“军民融合科技发展”等。不容置疑的是，目前学术界对于“军民融合”的定义已经非常完善,而并未对“科技军民融合”给出一个合适的定义。虽然学者王亚玲[8]认为军民科技融合发展实质上是一个技术扩散问题。技术势差是军民科技融合发展的根本动力，不论是西方发达国家军民结合还是我国军民融合发展之路，实质上都是一个源于军民科技势差而形成的技术扩散过程。但其终究没给出一个清晰的“科技军民融合”的定义。为了更好地研究科技军民融合的主体与目标,本研究给出科技军民融合的定义与内涵。本研究认为,科技军民融合是指在完善军民科技融合体制机制的基础上，创新融合发展模式，实现军民科技创新各要素优化整合，为国家安全、经济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协调、平衡、兼容发展提供战略支撑，为实现国防与军队现代化提供丰厚的科技资源和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已有实践和研究都表明，推动科技军民融合不是单一部门或机构能够实施的，每个关键节点都会影响到整个系统的绩效表现，因此不能碎片化地看待军民科技融合这个复杂的活动[9]，而需要实现各要素（如制度要素、环境要素和行为主体要素等）的耦合链接。作为科技军民融合实施的核心要素——行为主体互动在科技军民融合中发挥重要作用。从已有相关研究来看主要认为这些行为主体包括：政府、军方、军工企业、科研机构（包括军队、军工和民用三类）、民营企业、院校（包括高等院校和军队院校两类）、中介组织七大类[5] [10]，其共同构成了我国科技军民融合的核心行为主体。其中，政府、军方主要行使管理职能；院校、科研机构主要承担国防科技知识生产、传播等职能；军工企业、民营企业则是主要是承担武器装备研制生产任务等职能；中介机构如各种情报信息中心、技术交易机构、行业协会、产业联盟，主要是承担技术转移、信息发布、资本融合等任务，发挥着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从国内外军民融合研究现状来看，科技领域作为军民融合重点领域，如何有效推进科技军民融合发展以及促进其参与行为主体进行有效互动合作，一直是理论界和实践界所关注的重点问题。在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和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指引下，学者们主要围绕我国科技军民融合政策制度体系构成、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完善建议[7][11]；就如何推进军民融合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建设[12][13]、军民科技深度融合发展态势与模式[14-16]以及区域科技军民融合发展[17]等开展研究，并针对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制约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发现了行为主体是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18]；同时有学者也进一步详细分析军民融合技术协同创新行为主体的构成，以及详细分析了如何有效提升行为主体效益从政策制度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19]。在国外相关研究中，Augier等[20]通过研究发现许多科技突破往往在军事领域率先由构思转变为现实，并逐渐向民用领域发展扩散；进一步地Schmid[21]在技术扩散相关理论指导下，分析了2006—2010年全球40个国家上万个军民两用技术专利的扩散情况，发现军、民技术的扩散速度十分接近，即军用技术投入与其它科技投入一样，能有效促进技术创新;Acosta等[22]通过研究世界排名前100的防务公司经济与专利数据，发现只有通过国家主导计划，用项目的方式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推动军民两用技术发展。通过收集整理文献发现，国外学者更重视运用数据分析，而国内学者多数是通过文献、法规文件、社会现象得出研究结论。定性方法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合理性有待于进一步检验，亟待采用新的定量方法对当前新形势下科技军民融合发展涉及的主体之间关系以及实施的具体路径进行深入分析。
[bookmark: _Toc517358168]2 研究设计 
2.1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采用文本分析法对《“十三五”科技军民融合发展专项规划》的内容进行分析与梳理，其次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量化的文本进行可视化处理与分析。社会网络分析法是一套用来分析多个个体通过相互作用构成的网络的结构、性质、特点以及其他用于描述网络属性的分析方法的集合。它又被称结构分析，因为它主要分析的是不同社会单位（个体、团体或社会）形成的社会关系的结构和属性。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强调从关系或者结构的角度去分析研究对象，注重分析网络整体及网络中个体之间相互关系[23][24]。
[bookmark: _Toc517358190]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主要运用的是Ucinet软件，Ucinet网络分析软件包括一维与二维数据分析的可视化网络结构图，利用该软件可以对数据进行网络结构和多元属性分析[25]。本文主要利用Ucinet软件计算出网络中心度与结构洞可对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行为主体和重点任务进行分析。中心度主要采用中间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度数中心度三个度量指标进行分析[26]，其中中间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较为重要。中间中心度用来衡量节点对资源控制的程度，接近中心度表示该节点不受其他节点控制的程度，在图中表示为其他的所有节点到该点的最短路径之和[[27]。结构洞表示非冗余连接，非冗余的联系人被结构洞所连接，一个结构洞是两个行动者之间的非冗余关系，结构洞可以通过Burt结构洞指数测度来度量，指标主要考虑四个方面：有效规模、效率、限制度和个网中心度[28]。 
[bookmark: _Toc517358180]2.2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2.2.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十三五”科技军民融合发展专项规划》，共七千多字。该规划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军队建设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等文件进行编制[29]。《规划》具体包括强化科技军民融合宏观统筹、加强军民科技协同创新能力建设、推动科技创新资源统筹共享等七大类重点发展方向，重点完善科技军民融合体制机制、推动规划计划统筹衔接等十六个具体细化的重点任务。具体内容如图1所示：


图1 《“十三五”科技军民融合发展专项规划》主要内容
为对文本资料进行数据量化分析，首先将文件中的重点发展方向进行缩写及分类编码，例如：第一个重点发展方向为强化科技军民融合宏观统筹，缩写为“宏观统筹”，记为HGTC。该点包含的重点任务有重点完善科技军民融合体制机制、推动规划计划的统筹衔接，分别缩写为“体制机制”、“统筹衔接”，记为HGTC1、HGTC2。以此类推，经过上述处理后，我们可以进行直观地统计分析和处理。本文对《规划》的编码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十三五”科技军民融合发展专项规划》编码
	[bookmark: _Toc517358182]重点发展方向
	缩写及代码
	重点任务
	缩写及代码
	重点发展方向
	缩写及代码
	重点任务
	缩写及代码

	强化科技军民融合宏观统筹
	宏观统筹
（HGTC）
	重点完善科技军民融合体制机制
	体制机制（HGTC1）
	开展先行试点示范
	试点示范（SDSF）
	建设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平台
	创新平台（SDSF1）

	
	
	推动规划计划的统筹衔接
	统筹衔接（HGTC2）

	
	
	鼓励建设军民融合信息科研机构
	科研机构（SDSF2）


	完善政策体制
	政策体制（ZCTZ）
	加强科技军民融合制度建设
	制度建设（ZCTZ1）

	
	
	探索科技军民融合金融服模式
	金融服务（SDSF3）


	
	
	完善科技军民融合政策环境
	政策环境（ZCTZ2）

	加强军民科技协同创新能力建设
	协同创新（XTCX）
	统筹布局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
	基础前沿（XTCX1）

	推动科技创新资源统筹共享
	资源共享（TCGX）
	加强科研平台共建作用
	科研平台（TCGX1）
	
	
	实施科技军民融合重点专项
	重点专项（XTCX2）

	
	
	推动科技基础资源的军民互通共享
	互通共享（TCGX2）
	
	
	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科技项目（XTCX3）

	加强创新队伍建设
	创新队伍（CXDW）
	完善军民创新人才培养使用机制
	人才培养（CXDW1）

	促进军民科技成果双向转化
	成果转化 (CGZH）

	推动军民科技成果相互转化体系建设
	体系建设(CGZH1）


	
	
	建设科技军民融合新型智库
	新型智库（CXDW2）

	
	
	推进知识产权战略实施
	知识产权(CGZH2）


2.2.2 数据预处理
采用文本分析法对《“十三五”科技军民融合发展专项规划》内容的梳理和分析，判断每一项重点的任务所涉及的利益相关的规划主体。在进行规划主体设定时，为了保证研究所需的数据能够真实的反映当前实际情况，减少或避免主观因素的干扰，本文对《规划》中每项举措中的主体进行了判断：邀请了长期从事军民融合研究的4位专家进行了分析，要求其在同一时间完成，并对其结果一致性进行检验，采用赫斯提信度系数方法进行确定。最终本次研究结果的信度系数为0.874，超过了0.7标准，表明判断结果具有较高信度。
为了进行社会网络分析，先将文本进行量化：具体看每一项重点任务所对应的规划主体有哪些，先进行分类统计，然后按照七类重点发展方向进行整理和加总。若某一项重点任务对应着某一类规划主体，则记为“1”，否则记为“0”，以此来构建规划主体和重点任务之间的关系数据，具体结果由于篇幅原因，就不在文中列出。  
[image: ]3 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整体网络

图2 科技军民融合发展整体网络图谱
整体网（Overall Network）主要用来描述网络的整体结构[24]，图2是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整体网络图谱，它是基于《规划》中“行为主体-重点任务”生成的二模网络结构拓扑图。网络中的圆形红色节点代表的是行为主体，而方形蓝色节点代表的是科技军民融合的重点任务。用Ucinet软件计算出该网络的整体网络密度为0.7188，标准差为0.4496，整体网络的节点平均距离为4.35，表明该网络各个节点的联系较为紧密。
从图中可以清晰发现，科技军民融合涉及宏观统筹、政策体制、资源共享、协同创新、成果转化、试点示范等多个要素，是在科技领域深入落实军民融合战略的必要要素。从图中的方形节点可以看出其大小基本一致，表明科技军民融合需要整体推进才能实现，才能保证重点任务之间的系统性和耦合性。另外，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离不开各类行为主体的参与，这也是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必然要求。从整体网络图行为主体分部情况来看，政府、军队、军工科研机构、民用科研机构和中介组织处于网络的中心位置，构成了多个行为主体协同参与的格局，同时也正确反映了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整体趋势，即“军地政府主导、科研机构主建和第三方参与”的发展路子，是当前深化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治理方式。相较而言，军工企业、民营企业、军队科研机构和军队院校处于网络较为边缘的位置，说明这些行为主体必须加快向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全过程转型，进一步提升在科技军民融合中的职能作用。
[bookmark: _Toc517358188][bookmark: _Toc517358189]4 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实施路径
4.1 行为主体的实施路径
4.1.1 行为主体间的网络图谱
从前面分析可知，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参与主体多元，每个行为主体在重点任务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将图2中的“行为主体—重点任务”间关系的二模网转为行为主体间关系的一模网，可以较为清晰的看出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具体如3所示。从中可以清晰的看出参与科技军民融合的行为主体的每个节点的双向箭头数量基本相同，这也表明了与传统国防科技发展相比，仅依靠军工企业、军工科研机构作为主要力量已经难以满足当前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需求，而是要建立起由政府、军方、军工企业、军工科研机构、民用科研机构、军队科研机构、民营企业、中介力量和军队院校组成的多元主体参与发展的组织模式，并建立与其相适应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协同的运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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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科技军民融合参与行为主体的网络图谱
从图中还可以看出，在9个参与行为主体中，政府和军方处于整个网络的核心位置，说明了在科技军民融合发展中，尽管强调“军转民”、“民参军”军地科技资源双向流动和共享的重要性，但仍离不开政府、军方加强军地顶层设计和建立统筹协调的体制机制，才能破除当前制约科技军民融合的壁垒。政府、军方是科技军民融合关键的推进者和行动者，其作用在于为研发提供必不可少的支持。例如，美国国防高级研究局（DARPA）于2003年启动以军事技术应用为目的的“重大挑战”无人驾驶智能车项目，其并未限制参与研发机构的属性，他们采取用小额奖励（投入一百万美元用于奖励有创意的研发）撬动社会关注的策略，激发广大人群的创造性并建立合作网络[30]。尽管这次项目是以资助军事技术产品研发为出发点，但其实践产生了明显的溢出效应，也促进了科学界和实业界之间的合作[31]。这也说明在科技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军方在其中扮演核心关键的作用将直接决定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深度和广度。
4.1.2 行为主体的中心度和结构洞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各行为主体在科技军民融合发展中的作用，本文用中心度和结构洞验证各行为主体在参与行为主体网络的地位和作用，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中各行为主体的中心度值可以看出，大致可以分为四大类。第一大类核心主体是政府和军方，是整个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主体，在构成的行为主体网络中政府拥有最高的权力。军方作为科技军民融合主要的需求方其也拥有与政府相当的权力，两者作为整个网络的中心联系其他参与主体能力的最强。第二类核心主体是具体承担科研工作的各类军工科研机构以及民用科研机构，拥有较高的权力和资源控制能力。第三类核心主体是军工企业、中介组织、民营企业和高等院校，在网络中也居于重要位置，对链接其他网络行为主体发挥重要作用。第四类是军队科研机构和军队院校，整体来看处于整个网络的边缘位置，这也与当前军方赋予的新时期更多承担军事需求论证和军队人才培养使命密切相关。
另外，从结构洞分析结果来看，政府与军方虽有效规模相对较小，但限制性也较少，且在个体网中心度方面却相对较大，这也进一步说明在科技军民融合中其控制力最大，处于结构洞的位置，是联系其他行为主体的重要关键节点。相较而言，军工科研机构、民用机构、军工企业、民营企业和中介组织在结构洞4个指标的差异不大。虽然军队科研机构、军队院校在有效规模、效率方面值最大，但在限制性值也最大以及个体网中心度最小，也充分说明尽管军队科研机构、军队院校在科技军民融合方面具有自身优势，但受新时期职能作用的约束没有处于结构洞位置，仍有待于进一步加强与其他行为主体的联系。
表2 科技军民融合行为主体的中心度和结构洞分析结果
	节点名称
	中心度分析结果
	结构洞分析结果

	
	Degree
	Closeness
	Betweenness
	EffSize
	Efficie
	Constra
	Hierarc

	政府
	1.000
	1.000
	0.129
	2.589
	0.259
	0.375
	0.050

	军方
	0.938
	0.944
	0.112
	2.539
	0.254
	0.378
	0.052

	军工企业
	0.750
	0.810
	0.048
	2.617
	0.262
	0.379
	0.043

	军队科研机构
	0.500
	0.680
	0.018
	2.780
	0.278
	0.384
	0.031

	军工科研机构
	0.875
	0.895
	0.071
	2.581
	0.258
	0.376
	0.046

	民用科研机构
	0.813
	0.850
	0.061
	2.598
	0.260
	0.378
	0.045

	民营企业
	0.625
	0.739
	0.032
	2.668
	0.267
	0.384
	0.041

	高等院校
	0.688
	0.773
	0.040
	2.620
	0.262
	0.383
	0.046

	军队院校
	0.250
	0.586
	0.003
	2.992
	0.299
	0.390
	0.022

	中介组织
	0.750
	0.810
	0.052
	2.545
	0.255
	0.386
	0.050















综上对科技军民融合发展中的行为主体社会网络分析结果，可以发现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各类行为主体在科技军民融合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这将改变以前科技军民融合的“九龙治水，各自为政”的现状，更加强调“参与主体多元，协同创新发展”，即将原先单一以军方或军工企业为发展模式，转变为以“政府、军方为核心，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为主体，中介组织为桥梁”的多元共治发展模式。
4.2 重点任务的实施路径
4.2.1 重点任务的社会网络图谱
科技军民融合发展规划的实施，需要在顶层设计、体制机制和体系建设等方进行全面协同推进。为清晰展现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重点任务，本文将图2的“行为主体—重点任务”间关系的二模网转为重点任务之间关系的一模网，如图4所示。从图中可以清晰看到科技军民融合的重点任务实施情况，也反映出各项重点任务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从重点任务包含的节点数量可以确定，由重点专项、科技项目和技术研究三个重点任务构成的协同创新方向，科研平台和资源互通2个重任务构成的统筹共享方向，以及由创新平台、科研机构和金融服务所确定的试点示范方向，是当前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重点，其次是政策体制方向，再次是成果转化方向，最后是宏观统筹方向。这表明受传统体制的影响，当前的科技管理在许多方面习惯于沿用计划经济思维模式，关注大项目、大平台、大基地等计划管理及任务分解，这种方式具有动员能力强等优势[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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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科技军民融合发展重点任务的网络图谱
4.2.2 重点任务的中心度分析
为进一步确定每项重点任务在整个重点方向的地位和作用，本文通过分析重点任务的中心度数值情况，以量化的方式分析其情况。从表3各个重点任务的中心度值可以发现，尽管在《规划》中明确7个重点方向，16个重点任务，但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还是存在较大差异。具体来看，建设军民融合信息科研机构、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2项重点任务处于整个网络的核心位置，共建科研平台、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科技军民融合重点专项等3项重点任务相对弱一些，完善科技军民融合体制机制的中心度最弱。综合中心度分析的结果也进一步表明了协同创新方向、资源共享方向是科技军民融合的重要方向，也说明了科技军民融合的重点任务需要协调统筹推进，才能实现《规划》中的预期目的。
表3 科技军民融合重点任务的中心度分析结果
	节点名称
	Degree
	Closeness
	Betweenness
	节点名称
	Degree
	Closeness
	Betweenness

	体制机制
	0.200
	0.714
	0.000
	创新平台
	0.800
	0.909
	0.018

	统筹衔接
	0.600
	0.833
	0.009
	科研机构
	1.000
	1.000
	0.048

	制度建设
	0.700
	0.870
	0.012
	金融服务
	0.500
	0.800
	0.007

	政策环境
	0.600
	0.833
	0.009
	技术研究
	0.900
	0.952
	0.027

	科研平台
	0.900
	0.952
	0.039
	重点专项
	0.900
	0.952
	0.027

	资源互通
	0.800
	0.909
	0.020
	科技项目
	1.000
	1.000
	0.048

	人才培养
	0.700
	0.870
	0.023
	体系建设
	0.600
	0.833
	0.009

	新型智库
	0.600
	0.833
	0.011
	知识产权
	0.700
	0.870
	0.015


[bookmark: OLE_LINK1]从表4的重点任务结构洞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在有效规模性和效率性2个指标中，体制机制重点任务的值都是最大，而其他重点任务的值相差不多，所有重点任务在限制性指标中相差不多，但在个体网中心度方面存在一些差异，最小值为体制机制任务，最大为知识产权任务。具体从4项指标综合来看，科研机构、科技项目、科研平台等重点任务是整个网络的结构洞，具有较强的控制力，是联系其他重点任务的关键节点，也进一步反映了由这些重点任务构成了“小团体”如协同创新、资源共享是整个网络重点的发展方向。
  通过对重点任务的中心度和结构洞分析，可以知道两者量化的结果，进一步解释了重点方向之间的关系。两者互相验证和支撑，比较好的给出了科技军民融合重点方向发展的推进路径——“统筹建设，系统推进，重点实施”，即从宏观统筹、政策体制、资源共享、创新队伍、协同创新、成果转化、试点示范等7个方面全面推进科技军民融合，同时重点发展“建设军民融合信息科研机构、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共建科研平台、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科技军民融合重点专项”等任务方向。 
表4 科技军民融合重点任务的结构洞分析结果
	节点名称
	EffSize
	Efficie
	Constra
	Hierarc
	节点名称
	EffSize
	Efficie
	Constra
	Hierarc

	体制机制
	4.241
	0.265
	0.248
	0.012
	创新平台
	3.622
	0.226
	0.245
	0.033

	统筹衔接
	3.680
	0.230
	0.248
	0.032
	科研机构
	3.518
	0.220
	0.245
	0.039

	制度建设
	3.678
	0.230
	0.246
	0.030
	金融服务
	3.799
	0.237
	0.249
	0.028

	政策环境
	3.714
	0.232
	0.248
	0.030
	技术研究
	3.558
	0.222
	0.245
	0.036

	科研平台
	3.507
	0.219
	0.248
	0.041
	重点专项
	3.558
	0.222
	0.245
	0.036

	资源互通
	3.596
	0.225
	0.247
	0.036
	科技项目
	3.518
	0.220
	0.245
	0.039

	人才培养
	3.627
	0.227
	0.249
	0.035
	体系建设
	3.756
	0.235
	0.246
	0.028

	新型智库
	3.699
	0.231
	0.249
	0.032
	知识产权
	3.488
	0.218
	0.252
	0.042


[bookmark: _Toc517358193]5 结论
为持续推进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领域军民融合发展，建立军民科技协同创新体系，尽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科技深度融合发展格局。2017年8月由军地科技主管部门共同编制、发布和实施了《“十三五”科技军民融合发展专项规划》，以从顶层设计和战略布局上推动科技军民融合发展。本文利用文本分析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法，首先对《规划》文本进行编码，其次在此基础上，用社会网络方法构建了行为主体与重点方向之间的关系网络，最后分别从行为主体和重点方向两个方面，利用中心度和结构洞定量分析方法对其关系进行可视化和定量分析，从而明确了科技军民融合发展推进的路径。主要的研究结论如下：
（1）科技军民融合发展涉及军方、政府、科研机构、企业和中介组织等多个参与主体，这些主体在宏观统筹、政策体制、资源共享、协同创新、成果转化、试点示范六个方面扮演着不同的作用。在整体网络中，各重点任务与行为主体之间产生联系紧密，其中政府、军队、军工科研机构、民用科研机构和中介组织处于网络的中心位置，形成了多个行为主体协同参与的格局，即“军地政府主导、科研机构主建和第三方参与”的发展路子，成为当前深化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方式。
（2）从行为主体推进科技军民融合发展路径来看，在鼓励民用科研机构、民营企业、中介组织参与到科技军民融合发展中来的同时，仍旧需要政府和军方在宏观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和建立统筹协调的体制机制，才能更好实现军地科技资源双向流动和共享，从而将原来科技军民融合的“九龙治水，各自为政”现状，转变为以“政府、军方为核心，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为主体，中介组织为桥梁”的多元共治发展模式。
（3）从重点任务推进科技军民融合发展路径来看，在不断完善政策体系、体制机制和运行环境的同时，也更加注重不断提升科研设施和条件的建设，并积极加强科技人才和知识产权的建设，从而走开了一条“统筹建设，系统推进，重点实施”的路径。即从宏观统筹、政策体制、资源共享、创新队伍、协同创新、成果转化、试点示范7个方面系统推进科技军民融合，同时重点发展“建设军民融合信息科研机构、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共建科研平台、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科技军民融合重点专项”等任务。
[bookmark: _Toc517358195]本文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解读《规划》内容提供理论支撑，也能够为实践界进一步推进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重点与方向提供科学的参考建议。但是由于研究条件限制，研究中还存在行为主体、重点任务数量基数过小的不足，后续还需结合其它政策文件做进一步深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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